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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 

——基于云南省 Y村的个案研究 

包智明 曾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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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生计转型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地利用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生

计转型既可以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拟通过对云南山区某彝族村寨

——Y村 5个阶段生计转型和生态环境演变特征进行分析,阐释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逻辑关联。Y村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度依赖开发自然资源来推动生计转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几年,在生态文明

建设背景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带动和村民参与,村寨生计方式逐渐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型,正在实现“生态—生

计”的互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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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生计转型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生计转型，是指与生计模式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人口及劳动工具、所种

植作物等因素发生变化时，生计方式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1简言之，生计转型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地利用方式相互

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赶超心理

和追求“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高度“压缩型现代化”道路(3)，更是加剧了土壤污染、森林破坏及水

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影响了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因此，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民族地区，协调生计转型、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生计道路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学界对生计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农村贫困及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发展出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范式。随着研

究的深入，关于可持续生计的讨论，从最初的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领域、生态环境领域，并被广泛应用于贫困、脆弱性、

土地利用、农村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研究。(4)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基

于两条路径展开。 

一是分析生计转型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生态后果，认为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的生计转型导致了生态环境

问题。例如，有学者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引入、现代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赫哲族的生计转型，但同时也

造成“公地悲剧”和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5)基于鄂伦春族的研究也发现，国家对当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同样带来生计转型

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后果。
(1)
中国台湾布农族亦面临相似境况，政府以及市场经济的介入改变了其早期烧垦山田的生计方式，

在转向种植大宗槟榔经济作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2)与之类似，在国家力量、市场经济等作用下，西双版纳

地区居民从传统生计向橡胶种植生计的快速转型亦造成热带雨林面积锐减，导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3)此外，有学者通过对西南

民族地区林业经济的分析认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农耕知识外来化、自然过度资本化和资源管理科层化密切相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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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的“生产跑步机”效应是造成生态退化的重要机制。(4) 

二是探讨生计转型的类型及生态治理的功能，认为生计转型有利于环境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与其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

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例如，包智明、石腾飞基于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的实地调查发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传统牧民生计

转型的同时，也激发了牧民参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学习本土生态知识的热情，使其成为草原生态环境的治理者和保护者。(5)

换言之，与传统单一的牧业生计相比，生态旅游业融合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等多元要素，是有益于

草原生态治理与保护的新型生计方式。姜爱、刘伦文对湘西土家族的调查也发现，农、林、牧等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

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6)在南部广大的壮族地区，生计方式、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三者的良性互动，

也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7)随着外出务工、农作物种植的改变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广西大石山区突出的环

境问题逐步得到缓解。
(8)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维持生计与生态的平衡关系，需要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发展相应的组织、社会规范

和本土生态知识，同时规范资源的利用行为。(9) 

综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农村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围绕两者间的关联性，学界进行

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进程中，可以窥见生计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变迁，即逐渐由早期的环境破坏转向环境

友好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因生计转型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广泛存在。中

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不可能存在统一模式。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通过个案研究，

进一步探索生计转型之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推动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生计—生态”良性互动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云南 Y 村的个案研究，将生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框架，探讨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

可持续生计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生计—生态”互惠发展的新思路。Y村位于云南省中部 L县，是一

个山区彝族村寨，总面积 7.26平方公里，海拔 1735米，年平均气温 18.6℃，年降水量 1500 毫米，全村共 251户，921 人。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世纪初，Y村在从河谷水稻种植向山区农业发展进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近 10 年来，为应对复杂

多变的环境气候风险，Y村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促进了生态环境好转，成为全县山区苗木种

植重要基地和生态文明村。 

二、种植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农作物种植与生计密切关联，农作物种植结构既决定生计方式，又反映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Y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彝族村

寨，20世纪 50年代以来，村寨主要经历了荞麦种植、水稻种植、烤烟和玉米种植、桉树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等结构转变，

并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特征。 

（一）水稻种植 

Y村历史上曾以种荞和养羊为主要生计方式。大约在明朝末期，水稻种植逐渐取代了刀耕火种的荞麦种植成为村寨主要生计

方式。水稻种植的耕地主要分为河田和山田两种类型。其中，河田位于河谷地区，依靠河水灌溉；而山田主要分布在村寨周边，

靠天然降雨，无灌溉条件。这种分布状况与村寨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Y村是该区域最早的村寨，当时周边区域还是广袤的原始森林。Y村率先开发了河谷流域，通过修筑水坝和引水渠

发展起水稻种植。至清末民初，水稻种植已从河谷地区扩展到了村寨周边以及较远的山区低凹地带，但这些山田往往因缺少降

水和灌溉系统而形成雷响田。土地改革时期，村寨的耕地面积有 800 亩，人均面积 2.67 亩，丰富的耕地资源使 Y村成为当地比

较富裕的村寨。村民生产的稻米除自家食用外，还拿到市场上销售。Y村的土地开发利用除了水稻种植，还有狩猎、放牧等多种

方式，它们有机结合形成了“生活核心区—山田区—林区（牧区）—河田区”的生态功能模式。这种土地功能分区有利于农业

种植、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平衡，保障了村民生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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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旱作农业种植 

20 世纪 50年代以后，Y村逐渐向山地旱作农业种植转型。1951 年土地改革后，Y村部分河田和山地被附近的村寨占有。生

存空间缩小、自然灾害频发以及人口迅速增加导致村寨的生存发展陷入危机。在国家“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政策指

导下，Y村开始大力开发山地和森林系统，调整种植结构。 

一方面，在稳定河田生产的基础上，推动山田改造，许多坡地被改造成水田；同时广泛修建简易蓄水池、山渠，用于收集

雨水，保证水稻种植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旱地开发，有计划、适度砍伐森林，扩大山地面积。开垦的旱地主要用来种植

土豆、玉米、荞子、小麦和红薯等粮食作物。这些作物的种植不仅丰富了食物的供给结构，而且适应了山区缺水的生态环境。

尽管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但凭借不断增长的耕地面积和村民的勤劳耕种，基本生计得以维持。经过长期造地，村寨

的耕地面积在 20世纪80年代初增加到 1291 亩，其中旱地面积大幅扩大。然而，这种以森林换耕地的土地开发模式打破了村寨

原有的土地生态功能，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失衡问题开始显现。 

（三）烤烟和玉米种植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烤烟和玉米成为 Y村最主要的种植作物，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80%。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打破了 Y 村长期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模式，形成了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激发了村民的致富热情。在国家政策

的推动下，烤烟和玉米种植成为村民增收和村寨脱贫的最主要方式。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并在各级政府及烟草部

门的大力推动下，Y村迅速发展成为全乡最大的烤烟生产示范基地。20世纪 90年代初，随着烤烟收购价格的上涨和种植规模的

扩大，Y村的“万元户”日益增多。 

烤烟种植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造成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旱地和水田用来栽种烤烟，造成其他非经济作物

（水稻、豆类、蔬菜等）的种植面积缩减，村民由粮食自给自足转向依赖市场，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发展烤烟产业

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烤烟种植不仅需要大量砍伐森林作为耕地，而且烘烤还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

后，Y 村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土地开发，耕地面积爆发式扩大，超过 5000 亩，土地开发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旱地面积超

过水田面积。随着大面积开发旱作耕地，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Y村生态环境开始恶化。 

（四）桉树种植 

Y村大规模种植桉树始于 2003年。Y村原本没有桉树，1973 年从外地引进 300 余棵桉树作为风景树栽种。1999年政府鼓励

农户承包荒山植树绿化，发展林业经济。村集体对南部的大溜口、小河片区 1000 多亩荒山实施为期 30 年的承包经营，获得村

民的积极响应。因荒山区大多是喀斯特地貌，贫瘠的土壤无法栽种一般树木，桉树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使其成为绿化荒山的种

植树木。随后几年，化工产业、造纸业及木材加工业等产业迅速发展，桉树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料，价格随之暴涨。种植 1 亩桉

树可以获得 2—3万元收益，远超过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收益。巨大的经济利益激发了村民种植桉树的积极性。村民纷纷利

用荒地、空地大面积种植桉树，种植面积一度超过 2000 亩。 

桉树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桉油提炼，二是木材出售。桉油提炼一般家庭即可完成，木材砍伐和销售则由

专门的木材收购商来做。基于此，桉树产业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分工形式。村民既是普通种植户，同时也可在炼油和砍伐

中就业并获得报酬。桉树产业的发展，除了市场力量的刺激外，还与当地政府的生态治理政策和村寨的生产关系变化有关。为

响应国家生态治理及环境保护号召，提升全县生态环境质量，县政府大力发动群众通过种植桉树来改善生态环境。另外，耕地

面积的急速增长造成很多农户管理不善，发生广种薄收问题，甚至部分耕地抛荒。政府的鼓励和市场的双重刺激，使得桉树种

植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和国家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日益扩大，桉树种植的非经济后果逐渐凸显，引

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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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 

2013 年之后，Y 村开始大力发展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并发展成为全县山区重要的绿化苗木生产基地。据笔者实地调查，

随着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面积增大，村寨烤烟、玉米和桉树的种植规模大幅度缩减。绿化苗木种植约占耕地面积的 50%，主要种

植有云南樱花、冬樱花、蓝花楹、雪松、香樟以及海棠等 10余类本土品种。其中，云南樱花种植规模最大，大约占绿化苗木栽

种面积的 50%。除绿化苗木外，Y村还种植了多种果树，主要有板栗、核桃、桃子、杨梅等，果树种植约占耕地面积的10%。 

种植结构的变化，除与国家政策有关，还与市场强大的利益驱动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的绿化建设，绿化树木的价格随

之高涨。例如，直径 7厘米的云南樱花能卖60元一棵，而15厘米的蓝花楹可以卖 300 元一棵。相比 2元/千克的玉米等作物而

言，种植绿化苗木收益更大。如果说绿化苗木种植是为了获得高收益，那么果树种植则是主动规避风险，增加收入的另外一种

绿色生计。绿化苗木价格虽高，但生产周期需 4—8 年，而果树种植一般 6 年就能产生持续收入，经济效益显著。如今，Y 村绝

大部分农户已经放弃了烤烟、玉米、桉树种植，成为专业的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户。随着村寨生计向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转型，

Y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好转。 

三、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恶化 

通过梳理 Y 村种植结构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从河谷地区的传统水稻种植到桉树产业发展，村寨的生计从传

统的生存导向型逐渐转变为经济利益驱动型。在这一过程中，生计转型加剧了生态环境退化甚至恶化。 

（一）旱作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退化 

20 世纪 50年代之前，Y村生态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自发展山区旱作农业之后，水利建设和

毁林开荒造成了生态环境退化。Y 村缺水严重，1956 年至今，先后经历了自主建设、国家支援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水利项目建

设。由于缺乏科学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水利建设不仅没能彻底解决村寨用水问题，还造成了植被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

坏。 

生态环境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毁林开荒。在“深挖沟，广积肥”“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口号的号召下，

Y村人生产热情高涨。在“大搞生产”的进程中，大片森林被砍伐焚烧，开垦成耕地。森林系统遭受破坏直接造成动物生存空间

缩小，很多动物在这一时期消失。 

那个时候（指 20世纪 50年代之前），村外围都是茂密的森林，村内的山神庙、祭龙塘子、戏台附近也都是厚厚的树林，黑

漆漆的。山上的麂子、野兔很多，有时还会跑到村里来。村寨每年都会举办猎神节和祭密枝仪式，祈祷五谷丰登、幸福安康。

有位村民小时候和大人去打猎，还被一只豹子抓伤了。后来，国家提倡大力发展生产，严禁打猎。大家就只好砍伐森林开垦荒

地，过上了种地的生活，很多动物也慢慢见不着了。（村民访谈，编号 LHP-20190503) 

森林是彝族重要的生活场域，也是其生计发展的基础，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体系。随着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国家权威在地方社会的广泛渗透，村寨多元生计逐渐被整合为单一的旱作农业生计。村寨原本的密枝山祭祀、摔跤仪式以

及猎神节等“生计—生态”文化体系也遭到破坏。随着传统生态文化的逐渐丧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人

定胜天”“改造自然”的生存模式改变了村寨的森林生态环境。据估计，村寨的森林覆盖率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 90%下降到

70年代末的 70%，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二）烤烟、玉米种植与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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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逻辑中，通过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农业”发展，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

段。如果说村寨集体时代的粮食种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改革开放后种植结构的变化则体现了市场环境影响下经

济至上的发展目标。然而，烤烟和玉米种植规模的扩大以及种植技术的变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村寨生态危机，

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那几年（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家大力鼓励种植烤烟，村民对烤烟生产的积极性很高，烤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

由于地方管理不严，没有及时制止乱砍滥伐现象，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开垦成耕地。短短几年原始森林就败光了，各种动物、

珍贵药草也随之消失，以前绿油油的山成了光秃秃的山，变成了一块块的烤烟地和玉米地。（村干部访谈，编号 LGM-20190621) 

相较于公社时期的森林破坏，这个阶段产生的生态问题更加多样化。一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大规模的耕地开垦以及种植结

构调整，增加了农作物种植的单一化程度。烤烟发展迅速吞噬了丰富的森林资源，许多动植物销声匿迹。二是农业面源污染加

剧。因种植烤烟、玉米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和水源的严重污染。据村民估计，Y村每年至少需要消耗各类化肥

1000 余吨，使用的农药更是多达 20余种，其中包括部分毒性较强的农药。三是水土流失严重。Y村绝大部分是坡地，夏季多暴

雨，大面积毁林开荒使得水土流失成为常态。水土流失不仅造成道路损毁，还使农作物受灾，产量降低。四是用水问题凸显。

栽种烤烟和喷洒农药需要大量清水，造成生产与生活竞争性用水问题，农忙季节经常发生供水不足的情况。 

（三）桉树种植与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桉树种植作为一种新的生计发展方式，在带来突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桉树被农民称为“抽肥

机”“霸王树”“吸水机”，因此人们通常将桉树种植形成的茂密森林称为“绿色沙漠”。有关学者认为，云南频繁的干旱以

及生态危机与大面积引种桉树等速生树种密切相关。
(1)
Y 村的桉树种植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同样带来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 Y村，大量耕作条件较好的耕地被用来种植桉树，不仅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导致土地肥力下降，粮食产量降低。

另外，桉树蒸腾作用强，会和农业种植形成水源竞争，加剧农业干旱程度。桉树还对本地很多生物具有抑制作用。种植了桉树

的地方往往不会生长青草、野菜等，很多食用野生菌也因生长在桉树林而发生变异，不能食用和售卖。此外，桉油提炼还引发

了次生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炼油设备简陋，加之生产过程缺乏有效监管，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大量粉尘和刺激性气味严重

影响村民日常生活。 

桉树收益好但坏处也多。前些年，我家的桉树砍伐复耕后，原本的红土地变成了“黄土地”，玉米和小麦根本没办法种了。

没有种植桉树之前，村寨的雨水还行，种植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少了，干旱也在加剧，都说是因为桉树种多了。每年到了秋

冬季修枝炼油的时候，空气里总是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虽然政府明令禁止私人炼油，但私下一直没停过，很多人靠这个挣钱生

活。（村民访谈，编号XFB-20191206) 

斯科特认为，现代科学林业过度关注森林的商品属性，为便于管理和经济回报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树种种植，打破了自然植

物相互联合的生态平衡，(2)加剧了森林的脆弱性，引发严重的生态后果。Y村从毁林到种林、从治理生态到发展经济，林业管理

的逻辑明显表现为斯科特所说的“简单化、清晰化和操纵”(3)的特征。桉树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人工造林形式，本意在于绿化荒山、

改善生态环境。然而，在市场的强烈刺激下，最终演变为一种林业商品经济。在实践过程中，桉树种植不仅没有有效发挥生态

环境治理的作用，反而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生态格局，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四、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修复 

Y 村在经历了烤烟、玉米、桉树种植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后，在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的共同推动下，开始转向绿化

苗木和果树种植。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遏制了村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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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计方式绿色转型的背景及其实践 

1．国家政策的推动。 

2005 年后，L 县广大山区发生持续干旱，严重影响农村生计。在国家生态环境政策引导下，县政府确立了“生态强县”的

绿色产业发展方针，开始从“滇中粮仓”“工业重县”向“花香水城”“生态文明县”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花卉种植因收益

高，风险低，逐渐成为支柱产业。同时，为改变贫困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政府积极推动退耕还林等生态环境治理，推广

果树种植，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在 Y 村的绿色生计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长期以来，村寨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2008 年，为推动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L县修通了从乡镇驻地到村委会驻地的柏油路，后又修建了到 Y村的水泥路，打通了村寨与昆明、曲靖和玉

溪等主要城市经济往来的通道。此外，借助国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Y村平整了部分陡坡耕地，修建了 100 余个小型水窖及大量

的机耕道路。基础生产设施的建设和强化为绿化苗木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绿色产业市场化体系的建立。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化产业发展的刺激下，绿化苗木成为 L 县主推的绿色产业。相比于传统产业，绿色产业更具现代

市场经济特征，开放的市场环境使绿化苗木的销售和定价具有更高弹性。由于绿化苗木收益高，村民对扩大绿化苗木种植的积

极性很高。 

在 Y村，从2008年开始，便有几户人家开始试种云南樱花和蓝花楹等绿化苗木。2013年后，Y村开始大规模种植绿化苗木，

最终促成了“生态村”的诞生。虽然市场竞争造成部分外地老板和本地中间商结成利益同盟，在和村民的交易中形成不平等博

弈，出现压价购买现象，但随着绿化苗木产业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市场调节渐趋平稳，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交易体系。绿化

苗木种植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3．村民经济理性与环境关心的驱动。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Y村丰富的耕地资源并没有使村寨富裕起来，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内卷化”现象。为了获得更多收

入，村民通过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和使用大量化肥农药的方式来提高产量，结果不仅没有获得理想的经济收入，还产生了严重的

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村民逐渐认识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计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实现不了富裕。 

随着国家生态治理政策的实施，村民开始主动改善生计策略，积极融入国家主导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在地方政府的引导

下，村民将农业生产、市场需求和国家生态治理目标相结合，通过绿化苗木种植、退耕还林等来推动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刚开始那几年，村民对退耕还林抵触很大，环境保护意识也低，我们的政策执行遇到很多阻力，可以说以前的退耕还林是

“失败”的。这些年，国家向农户免费发放板栗树苗、核桃树苗，村民每年还可以领补偿款，同时种果树还能产生经济效益，

远比种玉米划算，农户都争着退耕还林。现在村里的树变多了，山变青了，生态环境也好起来了，农民的收入也多起来了。（村

干部访谈，编号 LXZ-20191221) 

（二）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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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产出。普通农作物、绿化苗木以及果树的多元化种植适应了村寨的生态环

境和生计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和改善。 

1．减轻面源污染。 

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对化肥和农药的需求低，有利于减轻面源污染。例如，种植玉米每年需施用化肥、喷洒农药 4次以上，

而种植绿化苗木一般只需 2 次化肥施用和农药喷洒，不仅次数少而且总量低，由此减轻了对河流、土壤的污染。此外，出于市

场价格考虑，村民也会尽量避免对果树喷洒农药。 

2．防治水土流失。 

果树、绿化树通常根茎发达，可以有效保持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村寨大部分坡地成为果树和绿化

树种植的重要区域。大面积绿化苗木发挥了良好的生态效应，不仅村寨水源地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确保了饮水安

全，同时减缓了下游地区的水患灾害，实现了地区生态利益的互惠共享。 

3．缓解水源枯竭和干旱危机。 

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使得村寨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随着玉米、烤烟、桉树等高耗水作物种植规模的缩减，

山地水源涵养功能得到了有效恢复。这不仅确保了必要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减缓了干旱压力，也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4．恢复生物多样性。 

随着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规模扩大，村寨林业资源得到很大程度恢复。森林覆盖率的提高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

态栖息地，促进了鸟类以及其他物种的恢复。 

综上所述，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了 Y村的生态环境修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在场，

合作受益。对国家而言，村寨主动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降低了其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对市场而

言，绿色产品改善了市场的商品结构，激活了绿色市场运转和绿色经济发展。对村民而言，绿色经济收益激发了其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和美丽家园建设的热情，促进了生计与生态的融合发展。总言之，Y村生计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因绿色生

态农业的发展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不管是国家的生态治理目标，还是村寨的经济发展需求，抑或是市场的有效运

行，绿色生态农业有利于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赢，推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五、结论 

Y 村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程表明，生计转型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引发生态环境的多重变化。一方

面，生计转型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例如，Y村从河谷农业到山地农业的生计转型导致山地森林的盲目开发；烤烟和玉米的

过度种植又进一步造成森林毁灭、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以及面源污染加剧；桉树经济的发展则又催生了新的生态环境问

题。另一方面，生计转型也有可能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以及农民生产生活与自然资源形成了高度紧密的关系，农民生计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达

到空前水平，产生了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1)民族地区更是由于对资源的高度依赖，在“跨越式发展”中形成了“脱嵌型”的资

源开发模式，严重影响了内生型、包容性发展。(2)Y 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度依赖开发自然资源来推动生计转型，产

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几年，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带动和村民参与，村寨生计方式向绿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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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型，生态环境与生计转型的关系也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村寨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修复，村民生产生活走上可持续发

展道路。 

生计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生计转型不仅体现出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更深刻影响着

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Y村生计转型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反映的是人看待自然与利用生态资源的态度和行为，体现出当地村民

逐步将生计“脱嵌”于自然，再到重新“嵌入”自然的发展历程。(3)Y 村的案例给人们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首先需

要改变人们对待自然和生态的态度，忽视生态效益的生计转型对生计和生态都不具有可持续性。Y村正是基于对生态环境价值的

重新发现，在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的共同推动下，实现了生计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注释： 

1本文对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2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26页。 

3刘敏、包智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压缩型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以内蒙古阿拉善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期。 

4赵雪雁:《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地理研究》2017 年第 10期。 

5 张丙乾、靳乐山等:《少数民族现代化与赫哲族农户生计转型:一个分析框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期。 

6麻国庆:《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

年第 1期。 

7叶煜培:《生计与生态关系之探讨——以台湾南投信义乡潭南村之布农族部落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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